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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学开设课程的数量、质量与学校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大学是个思想库，大学包
罗万象，大学是一部百科全书，都通过课程来体现。专业、学科、科研与教学，也都能够通过

课程自然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课程对一流的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建立起一流学科之后，靠自身

力量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学者有智慧与能力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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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余年前，湖南省各高校的教务处长聚会，对
教学进行研讨。我应邀作了学术报告，报告过程中，

面对坐第一排的湘潭大学教务处长，我问道：“你学

校里开多少门课程？”他很快就回答：“６００门。”我
为他点赞，他对自己大学的课程心中有数。

不过，我也必须说，复旦大学已开出两三千

门课，北京大学已开出６０００门课，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则开出了１００００门课程。那时，我所在
的大学开出了１５００门课程。

自然，这不只是一个数量问题。开设课程的

多少，显然与学校水平有关。故而，这个数量与

质量是紧密联系的。在中国为什么北京大学开出

的课程最多？这是想多就多得起来的吗？伯克利

在１００００门课程之外，如果学生另有需要，他们就
可以开出第１０００１、第１０００２门课程。我将此现象
比喻为课程 “超市”，作为 “顾客”的学生想要什

么，就有什么，真是可以各取所需了啊。

有的人，不求有什么学历文凭，就只修读一

两门自己喜爱的课程，唯有为着提升自己的修养。

当然，这需要有十分自由、灵活的制度，不只是

交点钱的问题。

若要取得学历文凭之类，可能就需要在某个专

业上就读。然而，所谓专业也就是经过某种组合所

构成的课程群。课程数量很大，组成专业的能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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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强。这种组合亦非易事，多少要有一些心理学、

教育学知识才可能寻求一种较好的组合。

学分制对于与以课程为基础、为核心的教育

是特别相匹配的。学分制起源于美国，我想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学生的权利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应是这种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学分制显然更有

利于学生多方面的自由选择，与学年制相比即可

明白这一点。

以本科为例，若实行学年制，一般就需要在

四年、五年内毕业了吧。学分制则不然，如果本

科以拿满１６０个学分即可获得学士学位的话，学生
在三年里修满额了，就可毕业，拿到文凭。如果

想把修读时间拉得更长，中间还去在社会上寻求

某种工作，这样七八年，甚至在更长时间里累积

拿满学分也可以，很自由。

这样，可能会出现一个凑学分的现象，捡容

易拿学分的课程去修读，只要凑满学分就够了。

于是，有一个改进：需要在满学分的前提下，让

课程群有一定的板块结构。

在与某种改善了学分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课程在数量上的决定性作用，就可得到保障了。

课程可视为给学生提供的基本营养品，抑或是商

品。记得在若干年以前，本科阶段的一个学分值

８０美元；以１６０个学分计，拿满学分，总共就是
１２８００美元。现今的价格如何，我已不知，可能在
研究生阶段的单价更高了。

至于我们这里，现行的是学分制还是学年制，

还是别的什么混合制，我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年，

我都是为博士生、硕士生开课，也不知道管理部

门实行怎样的制度，我只管教书了。

我想说，不仅一所大学的水平与其开设课程

的数量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位教师的水平也与

其开设课程的门数有密切关系。记得芝加哥大学

的施特劳斯教授开设了８０门课程，我本人已开设
了２５门课程。美国大学大都实行小课程制，即一
两个学分构成一门课。而我所开设的课，有过多

达相当于五六个学分的课，例如微积分课程。由

此可说，我已开设了四五十门课应当不为过。即

令如此，我也还不及施特劳斯。不过，上天若让

我多活几年，还能继续站在讲坛上，我再新开几

门课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什么我想多开设一些课程呢？这有多方面

的原因。第一，每开一门课，就多了一扇通向世

界文化的窗口；第二，没学过，没研究过的，我

也想挑战，迫使自己研究得更多；第三，即使学

过的，这跟教过还是很不一样；第四，我在迎接

挑战时，也是挑战了自己，看自己能走多远，这

种挑战的结果往往能推动我研究新的课题，因为

我总是把读书、教书与出书联系起来的，由此而

更深入地与书打交道。

当然，我不会盲目地追求开课的数量，对质

量与水平的关注，这一根本点我天然地不可能忽

略。粗制滥造与我无关。一辈子形成的理论兴趣、

哲学兴趣不可能再丢失。在能确保质量的必然前

提下，多开一些课程，这本身即可是一种追求。

甚至，我感觉到自己对课程已颇有感情，还写了

一篇题为 《课程颂》的小文章呢。由小见大，欲

在大的方面有所作为，必在课程上下功夫，且由

此出发才可能走得更远。应当说，由于我已有相

当数量的著述，这就为自己编制课程、开发课程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最近，我对此似乎已生出了

更明确的想法。

大学是一个思想库，它还不只是用来 “蓄”

水的，它还有自己的活水源头。这个源头在哪里？

在大学教授的头脑里。由此，大学不只是用来做

库存的，它还生产 “水”，生产思想。大学是一块

十分特别的地方，它特别能出思想，还出格外的、

特别的思想。大学就是这样活着的，这样与众不

同地生活着，奔跑着，一往无前。

大学是一部百科全书。这个 “百”字只是一

种关于 “多”的表达，它不封顶的，有多少装多

少；它是包罗万象的，只看是否想到，凡想到的

必追问之。越是神秘的，它越感兴趣。大学也是

最愿意迎接挑战的机构，由此，它也首先是挑战

自己。如果挑战失败，它必定会屡败屡战，并力

求最终的获胜；因而，从相对较长的过程看，大

学是屡战屡胜的，它有智慧的头脑，并且还可让

先天的智慧再增长。

大学不只是传授高深学问的，大学还发展人

的智慧；大学不仅发展人的知性智慧，还发展人

的哲性智慧、德性智慧。大学把整个宇宙展现在

学生面前，让他们看个够，看个究竟。由此，让

他们知道：宇宙从哪里来？我们人类从哪里来？

我们个人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往直前，

还是常常有回归之时？

不言而喻，并非所有的大学都能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就只对能做到这一点的大学来说吧。然而，

正是这样的大学才具有代表性。说穿了，大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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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过五光十色的课程来实现这一点的。大学

把宇宙的大门撬开了。恐怕还有一点，大学不敢

讲大话：我也能把人完全说清楚。尽管最能说清

楚人的仍然是大学，但它也无法把人的全部神秘

揭开。还是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上天把所有的

秘密放在了人身上。由此，上天就这样作了安排，

无人能把人的全部秘密打开。

哲学上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可知论认

为，作为一个过程，人总是可以知晓任何事物的。

近几千年的历史，显示人所已知晓的东西业已构

成了一个海洋。不可知论则认为，无论怎样，人

也不可能知晓一切，人类也不可能。不可知论面

临一个悖论：你是怎么知道人类不可能知晓一切

的呢？你能举出一例来说明：存在着永远无法知

晓的问题吗？你怎么知道一个不可知晓的事物都

不存在吗？怎么证明它不存在？

大学独特的智慧正在于，它懂得有些东西是

人永远也弄不懂的，比如说，人本身。尽管大学

从许多方面在研究着人，也只是尽可能多地去认

识人。苏格拉底的 “认识你自己”，可换为 “认识

人自己”。苏格拉底最了不起的地方，可能是预言

了对人的认识的极端困难性。事实上，有史以来，

直面人的哲学家并不多。

无论怎样去说大学是个思想库，大学包罗万象，

大学是一部百科全书，都离不开那个 “基础粒

子”———课程，都通过课程来体现，那个 “库”里

保存的和不断增加的东西都以课程的形式存在为最

好。大学问家们在向那个思想库投放时，也最愿意

以课程的方式实现。甚至，这就是那些大科学家、

哲学家的夙愿，他们特别希望自己的学问能变成或

进入课程，当然，他们也深知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大学问家为何关注课程？

叶圣陶的文章可以进入课本，有些古文和唐

诗宗词能进入课程，这或许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当初他们在创作时也绝无可能想到未来会有这种

结果。这一结果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他们创作

的价值为后人所明白，尤其是哪些知晓教育意义

的人，由他们从前人的创作中进行精选，使之成

为培育后人的范本。

对于研究生的教学，教师中有不少人是讲自

己写的东西。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教什么，

不去啃别人嚼过的馒头。也就是，开什么课，自

己写；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使之成为课程。教师为

何乐于这样做呢？显然，当自己所研究的东西能

进入课程时，其留存的可能性增大，其学术价值

也增大，或许还能引发出新的感悟，获得新的发

展。在教学过程中，让自己的思绪随着自己的讲

述放飞时，是有可能生出新的灵感来，至少有利

于自己的理论更加系统化。

数学界的大人物，如吴文俊、华罗庚、关肇直等

都是十分热衷于教学，把自己的成果变成课程的。

据我所知，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

加州理工大学，都重视本科生教育。哈佛在校生

约两万人，其中八千名本科生，即每年招两千名

本科生。加州理工大学 （即 ＣＩＴ），每年招两百名
左右的本科生，连同研究生，在校学生 ２２００名，
本科生所占比例与哈佛相近，均为百分之四十左

右。为什么这些名牌大学也热衷于本科生教育呢？

首先是那些学问大师很盼望自己的研究成果

能凝结到本科生的课本上去。当然，高质量的本

科生对于研究生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但主要原

因还在于本科生教学有利于整个大学这盘棋走活；

除了有利于各种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外，大师们

投入本科生课程的开发，也大大利于整体办学水

平的提高。并且，那些大师愿意为本科生开课。

这很重要，让本科生们能领略到大师的风采，甚

至能影响到他的一生。换言之，这些大师对学校

隐性文化的生成起特别大的作用。

我们这里曾有过关于教授或研究生的指导教

师们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要求。然而，在美国，

这无须规定。规定了的，可能是不一定做到了的。

还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造成了某种利益驱动，使

得教授们之中的一些人不太情愿给本科生上课。

我还记得，本科一二年级的课，在许多年以

前，是由最有水平、最有经验的教师上的。不知

今日状况如何了。例如，我常提到一些大数学家

们为本科一二年级开课。反之，高年级的专业就

由比较年轻的教师们上课。基础打好了，再往上

走，就容易多了。

我１９５５年上大学，当时为我们讲一二年级课
程的，正是水平最高的李盛华教授、肖伊莘教授

和杨少岩、李传和等优秀教师。虽然 １９５５年至
１９５９年，经过了不少动荡，四年本科只安心念了
一年半，可正是这一年半的基础打得好，毕业以

后的自学，困难就少多了。大学本科阶段的高年

级课程，直至硕士、博士的学位课程，我都通过

自学完成了。拨乱反正之后，李盛华教授又为我

们年轻教师讲授了一系列那时候尚处于前沿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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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如测度论、半群理论等。

另外，我们还可看到，在美国大学里不存在

教学与科研的所谓矛盾问题。在科研与教学之间，

乃至与本科生的教学之间，都通过课程自然而有

效地联结起来了。

我们中国这种教学与科研矛盾的问题，多少

受到当年苏联的影响。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三

四十年代并不是那样分离的。现在，我们这里还

有一个产学研结合的说法。我们知道，美国在二

战期间，连武器的研发都是放在大学的，且多是

私立大学，那是自然的产学研结合，用不着喊口

号。良好的机制最有力量。

大学里有专业，而专业实则是一个适当构建

起来的课程群。高水平的大学讲究学科，本科生

在专业上念，研究生在学科上念。学科的高水平

是课程建设的后盾，从而，高水平学科也是高水

平专业的后盾，高水平学科孕育出高水平课程。

从学科到课程，尤其是本科生课程，这中间尚

需一些心理学、教育学知识。有此，则能使课程的

编制与建设更有效。越是高年级，这种编制的困难

反倒越小；越是低年级，尤其是本科，特别需要课

程编制者匠心独具。但大师们能有此匠心。

我记得，在ＣＩＴ有８０位院士，其中人文科学院
士２８位，占３５％。这里，我们看到了在世界一流大
学里人文科学决定性作用的一例；然而此处我们的

重点是说，这３５％的院士都很愿意为本科生讲课。
这里，也还有个机制的问题。那就是科学研

究与教学汇合于大学，而不是分离。前苏联和曾

经的中国，科学研究是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的。这

种分割式的做法明显不符合辩证法，而苏联恰好

是宣称自己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倒是不如此宣

称的美国没有这种分割，他们的科研与教学高度

结合，都融入大学。

自１９世纪初，洪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以来，
这种结合的传统一直存在于大学。唯一例外的正

是前苏联和曾经的中国。从更具体的方面看，那

些生活在被隔离开来的专门研究院所里的科学家、

学问家们，即使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

亦将十分困难了。强烈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现在流传着 “双一流的说法”，即一流学科与

一流大学。这是一种 “一流”情结影响着国人，

都盼望着自己国家有世界一流大学出现。但这种

主观愿望却让许多客观因素制约着，并且，在对

“一流”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少问题。

有人说，只要有十一二个一流学科，就是一

流大学了。如果只有十一二个一流工科，这样的

大学绝不可能一流，充其量是二流、三流的大学。

麻省理工大学 （ＭＩＴ）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７０％是土
木建筑，一所典型的工科大学，当时就只是美国

的二流、三流大学。在该大学董事会改变了办学

方向，决心大力发展文理，并经过了十多年努力

之后才成为美国一流从而也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如今，许多大学的董事会，更多的校长、教育家

明白这个道理了：如有强大的文理即可成为世界

一流，没有一流文理无论如何成不了世界一流大

学。这就是学科结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一流学科，包括一流的文理

从哪里来？没有一流的师资行吗？

第三个问题是：一流的师资能否开发出一流

的课程来？他们有兴趣吗？他们有必要的心理学、

教育学知识来支撑他们的开发吗？开发的其他条

件具备吗？

第四个问题是：有相应的机制保障吗？有较

好的客观环境吗？

故而，总归而言，需有一流的环境或机制，

有一流的师资，有一流的课程，有具备良好结构

的一流学科，才可能有一流的大学。故而是五个

“一流”，两个远远不够啊。

在上述五个一流中，一流的环境与机制的形

成，不是大学或教师的直接责任。比如说，没有

谁比生活在大学里的更了解大学，更懂大学；因

而，大学是无须外在力量介入的。如果外在介入

了，大学能办好吗？还能一流吗？无须有的东西

有了，还能指望一流大学吗？这个问题恐怕不是

大学自身可以解决的。

看看那些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地方，他们要

么是政府完全不管它 （如美国）；要么给你钱后也

完全不管大学内部事务 （如欧洲），他们的一流就

生长出来了。

因而，在上述五个 “一流”中，第一个 “一

流”是必须具备的，然而，它不属于大学自身。

在第一个 “一流”具备后，随之的四个 “一流”

就都是大学自己的事了。可是，只要第一个 “一

流”出现了，靠自身力量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中

国人是能做到的，中国学者有智慧、有能力。由

此也可以说中国人的一流情结，并非一厢情愿。

（责任编辑：赵惠君）

１５


